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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作为一种劳动力利用模式，工作强化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幸福感、身心健

康和组织承诺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对工作强化的准确测量是有效防范其负面效应的前

提。 然而，关于工作强化的结构和度量国外学术界还存在较大争议，国内也尚未展开对这

一问题的探讨，更缺乏适合中国情境的测量工具。 鉴于此，本文采用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

方法，参考国外关于工作强化的结构维度和测量方面的研究成果，开发并检验了中国情境

的工作强化量表。 一系列多角度验证结果表明，中国情境的工作强化是包含工作强度增

加和工作时间延长的二维构念，其具体结构与西方存在一定差异，所开发的量表具有良好

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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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工作强化（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是高工作要求和压力下促进员工更加努力工作的重要方式，是
达到更高绩效目标必需的努力强化过程（Ｗｈｉｔｅ 等，２００３） ［１］，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被引入科学研究领

域后，已日渐成为管理学尤其是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重要论题（Ｐａšｋｖａｎ 和 Ｋｕｂｉｃｅｋ，
２０１７） ［２］。 研究表明，工作强化为组织绩效提升、利润和价值创造、组织目标实现贡献了不容忽视

的力量（Ｒｕｂｅｒｙ 等，２００５［３］；Ｏｇｂｏｎｎａｙａ 等，２０１７［４］；Ｂｏｓｅｌｉｅ 等，２００６［５］；Ｒａｍｓａｙ 等，２０００［６］ ），其实践

中的例证就是创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制造业生产率奇迹（Ｇｒｅｅｎ 和 ＭｃＩｎｔｏｓｈ，２００１） ［７］。 与

此同时，由于耗费了个体大量的生理和心理成本，工作强化对员工的身心健康（Ｏｇｂｏｎｎａ 和 Ｈａｒｒｉｓ，
２００４［８］；Ｋｕｂｉｃｅｋ 等，２０１５［９］； Ｆｒａｎｋｅ，２０１５［１０］； Ｂｕｒｃｈｅｌｌ 和 Ｆａｇａｎ，２００４［１１］ ）、工作满意度 （ Ｇｒｅｅｎ，
２００４） ［１２］、工作参与（Ｋｏｒｕｎｋａ 等，２０１５） ［１３］、人际关系（Ｏｍａｒｉ 和 Ｐａｕｌｌ，２０１５） ［１４］ 和工作 － 家庭平衡

（Ｌｅ Ｆｅｖｒｅ 等，２０１５［１５］；Ｂｏｘａｌｌ 和 Ｍａｃｋｙ，２０１４［１６］ ）等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并最终可能降低管理实

践的潜在收益（Ｌａｄｉｐｏ，２００２） ［１７］，因此，工作强化也受到了诸多的批判和排斥。
尽管如此，在管理实践中工作强化非但未有消减之势，反而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问题，更是普

遍困扰着中国员工（Ｐａšｋｖａｎ 和 Ｋｕｂｉｃｅｋ，２０１７［２］；Ｏｌｓｅｎ 等，２０１０［１８］；Ｋｕｂｉｃｅｋ 等，２０１４［１９］；石建忠，
２０１９［２０］）。 数据调查显示，２０１７ 年中国人每天的平均休闲时间为 ２􀆰 ２７ 小时，不足美、德、英等国国

民的二分之一，能全部享受法定休假天数的群体仅占 ３４􀆰 ２％ ①。 过重的工作压力和过长的劳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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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加剧了员工职业病和过劳死风险（石建忠，２０１９） ［２０］，严重破坏了雇佣关系，导致劳资矛盾频发，
而工作时间问题更是成为劳资纠纷的重要“导火索”①。 然而，严峻的社会现实并未引起学界的足

够重视：除部分学者关注了工作时间和过劳问题外（李爱梅等，２０１５［２１］ ；丁雪等，２０１７［２２］ ；杨河

清，２０１４［２３］ ），尚未发现对工作强化的深度理论探讨。 由于有效的测量是推动实证研究的先决条

件，而既有研究对工作强化的结构与测量又未能达成统一（ Ｏｇｂｏｎｎａｙａ 等，２０１７［４］ ；Ｏｇｂｏｎｎａ 和

Ｈａｒｒｉｓ，２００４［８］ ；Ｈｅｗｌｅｔｔ 和 Ｌｕｃｅ，２００６［２４］ ；Ｋｅｌｌｉｈｅｒ 和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０［２５］ ），加之中西方管理情境不

尽相同，如果直接借用管理实践相对成熟的西方背景开发的工具来衡量仍然处于管理探索阶段

的中国问题，未免会出现“水土不服”。 因此，本土量表的开发成为加快中国情境工作强化研究的

关键推动力。
鉴于此，本文旨在通过三个方面的努力探索中国情境工作强化的特征与结构，并构建有效的测

量工具：（１）整合已有研究，重新界定工作强化；（２）依据文献分析、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化访谈提炼

测量题项并编制初始量表；（３）利用三次问卷调查数据对量表结构进行检验和修正。 期望能将中

国工作强化的讨论推进到实际可衡量阶段，为探索高效工作模式提供指引。

二、 工作强化的概念及其测量

１． 工作强化的内涵及相关概念

（１）工作强化的内涵。 虽然工作强化现象由来已久，但对其内涵的认知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一种观点认为，工作强化是工作日内个体工作量或工作强度的增加 （ Ｌｕ，２００９［２６］；Ｗｉｌｌｉｓ 等，
２０１５［２７］；Ｂｕｒｃｈｅｌｌ，２００２［２８］），主要通过工作加速、减少停顿与休息来压缩工作空隙，从而更紧密地

填充工作日（Ｐａšｋｖａｎ 和 Ｋｕｂｉｃｅｋ，２０１７［２］；Ｗｉｌｌｉｓ 等，２０１５［２７］ ）。 另一种观点将其延伸到了闲暇时

间，认为工作强化是加班、工作速度和节奏加快（Ｏｇｂｏｎｎａｙａ 和 Ｖａｌｉｚａｄｅ，２０１５） ［２９］。 相较于前述狭

义的解析，Ｗｈｉｔｅ 等（２００３） ［１］则赋予了工作强化更为宽泛的内涵，认为工作强化是高工作要求和压

力下员工工作努力的提升，该定义既明确了工作强化的根本动因，又未限制其结构范畴，为后续多

元视角的延伸提供了空间。
尽管内涵仍有争议，工作强化的本质已经明确。 一些学者基于劳动力利用视角强调，工作强化

是独立于工作特征的功能灵活性（即劳动力所承担的任务范围和性质灵活性）和数值灵活性（即劳

动数量的灵活性）的劳动调整过程（Ａｌｌａｎ，１９９８） ［３０］，雇主通过缩减人员配备、薪酬激励、控制型管

理实践等激发员工斗志，以实现对人力资源最大潜能的发挥（Ａｌｌａｎ 等，１９９９） ［３１］，本质上是高绩效

管理系统的工作调整模式（Ｍａｒｉａｐｐａｎａｄａｒ，２０１４） ［３２］。 由于要求持续的精神和情绪资源投入，导致

了员工社交受损或对精力、能力难以恢复的担忧，通常被视为一种新的工作要求 （ Ｆｒａｎｋｅ，
２０１５） ［１０］。

（２）工作强化与工作强度（或劳动强度）。 工作 ／劳动强度（ｗｏｒｋ ／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是与工作强化

极易混淆的概念。 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就有关于劳动强度的阐述，他认为劳动强度是“劳
动的内涵量”或“劳动力的紧张程度”（马克思，１８６７） ［３３］。 但由于马克思并未对此做出明确解释，
人们通常将其理解为单位时间内实际完成的或个体主观判断的工作量，即“密集的工作努力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ｅｆｆｏｒｔ）”（Ｇｒｅｅｎ 和 ＭｃＩｎｔｏｓｈ，２００１） ［７］，它属于一个静态概念（Ｆｒａｎｋｅ，２０１５） ［１０］。 工作强化

则是资源投入的增加，是工作强度变化的导数（Ｋｒａｕｓｅ 等，２００５） ［３４］，暗示了工作的动态面。 由此可

知，二者虽然本质不同却又息息相关：工作强度是工作强化的基础，工作强化则是对工作强度增加

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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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工作强化在管理理论中的地位

社会加速引致的沟通、决策、工作方式变化，组织变革的加速，以及新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推

行，使工作强化成为个体和组织都面临的现实挑战。
组织变革场景中的工作强化。 市场竞争加剧要求组织必须不断变革以提高对环境的快速反应

能力，精益管理、准时生产、机构精简、灵活组织结构、无边界组织等各种管理模式在提高竞争力的

同时却使员工付出了工作强化的代价。 例如，精益管理通过打造更快的标准化流程、增加社会控制

令员工难有喘息之机（Ｓｔａｎｔｏｎ 等，２０１４） ［３５］；准时生产消除了任何可能的工作空隙，机构精简迫使

留任员工必须承担更多的任务（Ｆｌｅｃｋｅｒ 等，２０１７） ［３６］；灵活组织结构如自我管理团队同时扩充了自

由裁量权和责任界限（Ｋｅｌｌｉｈｅｒ 和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０） ［２５］；无边界的组织模式不仅导致跨地理区域的竞

争加剧，还使员工面临着对各种组织关系重构的适应压力以及更高的工作不安全感 （ Ｌｕ，
２００９） ［２６］，从而间接影响了工作强化。 由此可见，对工作重组的探索无不伴随着不可避免的工作强

化风险。
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的工作强化。 首先，高绩效工作系统通过强制手段、激励措施和自由裁量

权的结合，激励员工责任和劳动投入的增加，以致于有学者批判“高绩效工作系统对绩效指标的任

何积极影响，都是以增加员工工作压力和强度为代价的”（Ｒａｍｓａｙ 等，２０００［６］；Ｈｅｆｆｅｒｎａｎ 和 Ｄｕｎｄｏｎ，
２０１６［３７］），甚至称其为“一只戴着天鹅绒手套的铁腕”（Ｏｒｌｉｔｚｋｙ 和 Ｆｒｅｎｋｅｌ，２００５） ［３８］。 其次，柔性工

作和即时通讯工具的介入加速侵蚀和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时空界限，使无位置、分散性的数字化工

作强化模式无处不在（Ｋｅｌｌｉｈｅｒ 和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０［２５］；Ｆｌｅｃｋｅｒ 等，２０１７［３６］；Ｂｕｒｃｈｅｌｌ，２００６［３９］）。 最后，
团队工作中的同事压力、严苛的团队规范和监视机制也使员工面临着工作重压（Ｐｉｎｉｌｌａ Ｇａｒｃíａ 和

Ｌóｐｅｚ Ｐｅｌáｅｚ，２０１７［４０］；Ｂａｒｋｅｒ，１９９３［４１］）。 因此，在学术界热衷于上述管理实践积极效应的研究时，
工作强化无疑为揭示和防范其“黑暗面”提供了思路来源，工作强化实质上是组织管理探索的必然

结果和必经阶段。 由于会引致消极的员工态度和行为，降低管理有效性，工作强化现象值得学者和

组织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３． 工作强化的结构与测量

对工作强化内涵理解的差异，导致形成了单维结构说和二维结构说两种不同的操作化定义。
单维结构说将工作强化等同于工作强度增加（ Ｐａšｋｖａｎ 和 Ｋｕｂｉｃｅｋ，２０１７［２］；Ｇｒｅｅｎ 和 ＭｃＩｎｔｏｓｈ，
２００１［７］），其特征是工作速度快、多任务、工作中断、工作空隙减少、任务量大等 （ Ｋｕｂｉｃｅｋ 等，
２０１５［９］；Ｋｏｒｕｎｋａ 等，２０１５［１３］；Ｃｈｅｓｌｅｙ，２０１４［４２］ ）。 在测量中，Ｇｒｅｅｎ 和 ＭｃＩｎｔｏｓｈ（２００１） ［７］ 首先用取

自欧洲工作情况调查（ＥＳＷＣＳ）中有关任务期限和工作速度的两个题项评价了工作强化，尽管这不

属于严格意义的量表，却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 在既有工具中，部分量表涉及了时间问题，
如任务期限和时间压力（Ｏｇｂｏｎｎａｙａ 等，２０１７［４］；Ｋｕｂｉｃｅｋ 等，２０１５［９］；Ｆｒａｎｋｅ，２０１５［１０］ ），但都未超出

正常工作时间范畴，因此仍然属于单维测量。 总体来看，工作速度、任务压力和任务量是此类方法

常用的评价指标。
二维结构说实质上是对单维结构说的补充和发展，认为工作强化既包括工作强度增加又包

含工作时间延长（Ｌｕ，２００９［２６］ ；Ａｌｌａｎ 等，１９９９［３１］ ；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等，２００４［４３］ ）。 Ａｌｌａｎ 等（１９９９） ［３１］ 是

二维测量的开创者，而 Ｍａｃｋｙ 和 Ｂｏｘａｌｌ（２００８） ［４４］ 开发的集合了周工作时长、角色超载和感知的

领导时间要求量表则是唯一被引的工具，但由于该量表关注的是个体对领导加班要求的感知而

非加班事实，其测量结果与工作强化的本质内涵可能有些许偏离。 Ｏｇｂｏｎｎａｙａ 和 Ｖａｌｉｚａｄｅ
（２０１５） ［２９］ 则明确提出了“加班”概念。 总之，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是二维测量的主要指标。 为

了更清晰地展示现有研究进展和趋势，本研究将既有测量方法进行了表格化呈现（如表 １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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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工作强化测量工具汇总

作者及年份 维度 测量指标 典型题项

Ａｌｌａｎ 等（１９９９） ［３１］ 工作时间延长

工作强度增加
工作努力、周工时

工作努力比一年前更高了；过去一年周薪未增

加而周工时更长了

Ｇｒｅｅｎ（２００４） ［１２］ 工作强度
任务压力

工作速度、任务期限、
任务要求迫使我必须非常努力去做；任务压力

很大

Ｏｒｌｉｔｚｋｙ 和

Ｆｒｅｎｋｅｌ（２００５） ［３８］ 工作强度
工作努力、工作节奏、
工作压力

工作节奏有什么变化

Ｍａｃｋｙ 和 Ｂｏｘａｌｌ
（２００８） ［４４］

角色超载

时间要求

角色超载、周工时、感
知的领导时间要求

领导经常希望我加班或在晚上和周末把工作

带回家

Ｋｕｂｉｃｅｋ 等（２０１５） ［９］ 工作强度增加
任务期限、多任务工

作间隙、任务量

工作中想要稍事休息越来越难；需要同时做两

三件事（如吃饭、写邮件、打电话）

Ｏｇｂｏｎｎａｙａ 和

Ｖａｌｉｚａｄｅ（２０１５） ［２９］

工作时间延长

工作强度

任务压力、任务量、加
班需求

从未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所有工作；经常需要

加班

Ｋｏｒｕｎｋａ 等（２０１５） ［１３］ 工作强度
任务量、多任务、工作

速度

近几年的工作速度变化情况如何；近几年的任

务量变化如何

Ｆｒａｎｋｅ 等（２０１５） ［１０］ 工作强度
多任务、工作中断、任
务压力、工作速度

在很高的时间和绩效压力下工作的频率；在能

力极限状态下工作的频率

Ｏｇｂｏｎｎａｙａ 等

（２０１６） ［４６］ 工作强度
时间压力、任务量、任
务压力

无法在工作时间内满足所有互相冲突的要求

Ｏｇｂｏｎｎａｙａ 等

（２０１７） ［４］ 工作强度 时间压力、任务压力 从来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文献梳理发现，西方对工作强化究竟是单维多题项结构还是二阶多维度结构仍然存有较大分

歧。 早期学者多持二维观点，但近 １０ 年来国外对工作时间的关注渐趋弱化，测量也更加聚焦于工

作强度。 例如，部分学者在 ２０１５ 年开发的量表尚且测量了工作时间延长，但此后的研究均已不再

涉及（Ｏｇｂｏｎｎａｙａ 等，２０１７［４］；Ｏｇｂｏｎｎａｙａ 和 Ｖａｌｉｚａｄｅ，２０１５［２９］；Ｏｇｂｏｎｎａｙａ 等，２０１６［４６］ ）。 西方的工作

强化发展趋势与中国情境明显不同：在西方缩减工时已成为普遍做法时，中国的工作延时却越来越

趋于常态化。 根据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７ 年对世界各国工作时长的统计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２０１７）》的数

据对比发现，中国劳动者的年均工作时长约为 ２３９７ 小时，是美国的 １􀆰 ３５ 倍，英国的 １􀆰 ５８ 倍，德国

的 １􀆰 ７７ 倍，甚至是以“过劳死”著称的日本的 １􀆰 ４ 倍①，工作强化的这一差异，可能会影响西方量表

在中国情境的有效性。
此外，西方量表还存在其他明显缺陷：第一，由于工作强化内涵及结构的分歧，学界未能就其可

操作性定义及测量方式达成共识，测量指标始终难以稳定，除 Ｍａｃｋｙ 和 Ｂｏｘａｌｌ（２００８） ［４４］的量表外，
其他工具都未能得到重复使用，即使同一学者对量表的认知也莫衷一是（如表 １ 所示）。 第二，大
多数题项只是侧重于对工作强度和时间“既有状态”的考察，甚少体现“增加”的概念，而工作强化

本质上属于增量指标，只有使用能够明确体现“强化”内涵的表述，才能避免有违其本质或偏离测

量目的，显然大多数学者都忽视了这一要点。 对于上述缺陷，本文将在量表设计中逐一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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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ＯＥＣＤ２０１７ 年的统计数据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２０１７）》的数据计算得到。



实际上，在本研究之前，已先行收集了一批中国员工样本对西方量表进行了检验，结果均不甚

理想，这表明西方量表至少在中国并不具有跨国界的有效性。 因此，立足于本土情境探索测量方

法，成为推动中国工作强化研究的唯一途径。

三、 中国情境工作强化量表的开发

１． 量表开发的基本思路与流程

工作强化是在西方情境下提出的概念，其研究成果对本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但鉴于既有

研究多聚焦于单维的工作强度而忽视了工作时间，其研究视角与中国工作超时严峻的社会现实难

以契合，而西方量表又未能成功移植，本文拟在吸收西方合理观点的基础上对中国情境的工作强化

结构展开探索，致力于开发适用于中国情境的有效测量工具。 为了使量表内容全面、适切，本研究

遵循以下思路展开量表开发：（１）借鉴西方量表，根据文献分析和问卷调查结果拟定有关工作强度

的初始范畴和框架；（２）利用半结构化访谈资料提炼新范畴，补充具有中国情境特征的范畴；（３）基
于对西方量表的优化与中国情境下的创新构建完整的测量工具。

具体流程如下：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汇总西方题项，形成调查问卷用于预调研。 其次，对受访者

展开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 其中，问卷调查主要用于对工作强度相关范畴进行归纳、比较；半
结构化访谈重点用于发展新范畴以丰富和完善测量题项。 最后，保留问卷调查中提及率在 ３３％以

上的题项，加入访谈资料中新提炼的范畴，参考中国员工的认知特征以及工作强化的本质内涵，编
制了包含工作强度增加和工作时间延长两个维度共 １６ 个问题的初始量表。

２． 文献研究与题项汇总

利用中国知网、万方等中文数据库，以及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ＢＳＣＯ、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等外文数据库展开文

献搜索。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查阅，提取了西方量表中的题项，邀请三名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博士生

对其展开标准的翻译—回译工作，并由一名英语专业的博士生对翻译结果进行评价和修改。 通过

去同存异得到 １７ 个题项（如表 ２ 所示），一方面用以辅助判断中西方工作强化的异同，另一方面为

生成初始测量题项提供借鉴。
表 ２ 文献研究基础上的题项整理结果

类别 问题 频次 提及率（％ ）

任务量

每天要完成的任务太多 ２０ ９５

工作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 ５ ２５

我从来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所有的工作 ３ １４

任务压力

我的工作压力很大 １８ ８６

任务要求已经达到了我的能力极限 ２ １０

必须很努力的做才能把所有的事情做完 １２ ５７

工作速度 只有很快的做才能把所有事情做完 １１ ５２

任务期限 紧张的工作阶段间的间隔变短了 １４ ６７

工作间隙 工作过程中想要稍事休息越来越难 １３ ６２

多任务 在典型的工作日，经常需要同时处理几项不同的任务或程序 １５ ７１

工作中断 工作经常被领导或同事打断 １６ ７６

感知的领导

时间要求

领导希望我们每周都能超时工作 １３ ６２
领导经常要求我们加班或在晚上和 ／ 或周末把工作带回家 ２ １０
领导希望我们把工作放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之前 ３ １４
为了得到领导的青睐，我必须把工作放在家庭或个人生活之前 １ ５

６９１

赵慧军，王娟娟　 中国情境的工作强化研究：结构探索与量表开发



续表 ２
类别 问题 频次 提及率（％ ）

加班
过去一年周薪没有增加而周工作时间更长了 ２ １０

我经常加班 ２０ ９５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 调研实施与资料整理

（１）调研实施。 采用方便抽样对选自多个行业、不同岗位级别的 ２１ 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将
汇总的问题发放给受访者，请他们根据最近半年的实际工作经历和体验，对是否存在题中所述情况

进行判断。 然后，就“与以前相比，最近半年的工作强度和每天的工作时长有何变化”发表意见，并
举例说明，必要时进行追问。 访谈者根据访谈提纲和双方互动情况灵活调整访谈进程并及时记录。

（２）资料编码与饱和度检验。 对资料依次展开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
１）开放式编码。 任选 １７ 份访谈资料用于发展范畴，其余四份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删除原

始资料中无实质性内容、与工作强化明显不符、内容重复的概念，共得到有效概念 １８７ 条。 此后，经
过仔细的对比和分析，聚合相关概念，最终得到 １４ 个范畴（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工作强化概念的陈述句分类及举例（Ｎ ＝２１）

范畴 陈述举例

任务量加大 Ｅ３ － ０２ 经济不景气，老板为了节省开支，原来三个人的活现在恨不得让一个人干

任务压力增大 Ｅ５ － ０６ 为了每天 ３０００ 万的转正任务，我已经喝酒喝傻了

工作速度加快 Ｍ１ － ０１ 公司要上新项目，我带队考察三天四五个城市的跑，吃饭都在车上

多任务 Ｅ１ － １０ 本来我是负责幼儿园产品研发的，现在采购、活动策划、会议都得我负责

工作间隙减少 Ｅ１２ － ９ 越来越严了，连吃饭都要限制时间，我都快坚持不下去了

任务期限缩短 Ｅ８ － ４ 每次任务要的都很急，搞得我整天都很紧张。 天天在例会上催，我都快被催熟了

任务中断频繁 Ｅ４ － ０２ 总在我最忙的时候安排活，关键很多还不由我负责，自己的事已经够多了

工作日加班 Ｍ２ － ０５ 晚上八点前几乎没下过班。 平时是 ９ 点到家，最近交楼，基本要到凌晨 ２、３ 点

延迟下班
Ｅ７ － ０６ 总是快下班了领导又给任务，我就开始忙了，查资料、整材料

Ｅ７ － ０７ 下班后在公司继续干活或者开会拖个半小时、几十分钟很正常，这都不算加班

休息日加班
Ｅ５ － ０４ 我几乎每个周六都是在公司度过的，双休对我来说太遥远了

Ｅ９ － ０６ 规定是双休，实际上只休息一天，到结算的时候休息时间更短

在家办公
Ｅ２ － ０３ 客户经常晚上给反馈意见，我也只能晚上修改设计稿，通宵不睡是常事

Ｅ６ － ０８ 公司现在是讲师负责制，白天做教案、出题、讲课、录课，晚上回去还得备课

随时随地办公
Ｅ１０ － ０７ 对我们来说哪儿都是办公室，地铁、饭店，只要有需求，都必须尽快解决

Ｅ１２ － ０３ 客户随时都可能给你打电话，必须马上处理，否则就可能成了别人的客户

闲暇时间

工作干扰

Ｍ３ － ０３ 公司要求 ２４ 小时开机，晚上会突击检查，如果没接，第二天就会被通报

Ｅ１１ － ０５ 工作群里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听见手机响我就紧张

长时工作
Ｍ５ － ０９“睡的比狗晚，起得比鸡早”
Ｅ９ － ０７ 感觉很对不起孩子，早上走的时候他还没醒，晚上到家他已经睡着了

　 　 注：Ｅ 代表员工，Ｍ 代表管理者，Ｅ３ － ０２ 代表第三位员工的第二条陈述，以此类推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主轴编码。 对上述范畴进行重新整合与归类，得到了包含工作强度增加和工作时间延长两

个大类的逻辑整体（如表 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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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主轴编码结果

编号 主范畴 对应范畴

１ 工作强度增加
任务量加大；任务压力增大；工作速度加快；多任务；工作间隙减少；任务期限缩

短；任务中断频繁

２ 工作时间延长
工作日加班；延迟下班；休息日加班；在家办公；随时随地办公；闲暇时间工作干

扰；长时工作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选择性编码。 通过对工作强度增加和工作时间延长两个主范畴比较发现，可以用“工作强

化”这一核心范畴来统领二者的关系，即它们都是工作强化的直接后果和表现：当工作要求提高

时，员工首先会通过提高工作强度来应对，如果仍然难以保障任务的完成，将不得不加班加点，并因

此而遭受了高强度和超时工作的双重压力。
４）理论饱和度检验。 将剩余的四份访谈资料按照上述流程重新编码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并

未发现新的概念和范畴及其联结关系，这表明本研究所归纳的范畴和核心概念达到了理论饱和。
４． 初始测量题项生成及完善

将问卷调查中提及率在 ３３％以上的范畴与访谈资料中发展的七个范畴合并形成，编制初始测

量题项。 为了凸显工作强化“增量”的内涵，修正西方量表的表述缺陷，提高问卷信度和效度，所有

题项尽可能使用对比性语义表达。 此外，根据受访者的反馈和认知特征，本研究还进行了如下调

整：第一，补充两个题项：“部门员工越来越少（或不变），而任务量却越来越大”“每天的任务太多以

至于我比以前更忙了”。 实际上，这两题仍是对任务量的测量，只是对表述略作修改以使范畴的覆

盖范围更加全面。 第二，由于很多受访者对“加班”的理解受制于组织的工时和薪酬制度，而忽略

了各种形式的无偿或隐性加班，仅用“加班”难以准确衡量工作延时的真实水平，故将“工作日加

班”描述为“不能按时下班”，其他与“加班”有关的题项均以“处理工作事务”代替。
为了提高表达的准确性和可读性，邀请一名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和六名博士生对题项进行修改，

请五名企业员工试读，检验是否存在歧义和遗漏。 根据反馈结果，列举了“处理工作事务”的常见

情况，如处理与工作有关的电话、微信、邮件等。 修改后的问卷重新反馈给员工阅读，直到所有题项

均无疑问为止。 经过多次调整，最终形成了包含 １６ 个题项的初始问卷（如表 ５ 所示），其中 Ｈ１ ～
Ｈ９ 为工作强度增加；Ｆ１ ～ Ｆ７ 为工作时间延长。
表 ５ 工作强化初始题项

维度 编号 题项内容

工作强度增加

Ｈ１ 上班期间要完成的任务越来越多

Ｈ２ 部门员工越来越少（或不变），而任务量却越来越大

Ｈ３ 每天的任务太多以至于我比以前更忙了

Ｈ４ 只有更快的做才能在上班期间把任务做完

Ｈ５ 同时处理多项任务越来越常见

Ｈ６ 上班期间想要稍事休息越来越难

Ｈ７ 任务期限比以前更紧了

Ｈ８ 本职工作经常被其他杂事打断，加大了我的工作负担

Ｈ９ 任务压力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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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维度 编号 题项内容

工作时间延长

Ｆ１ 不能按时下班对我来说更常见了

Ｆ２ 非工作时间处理工作事务越来越常见（电话、微信、邮件等）

Ｆ３ 晚上在家处理工作事务越来越常见（同上）

Ｆ４ 随时随地办公更常见了（同上）

Ｆ５ 周末或节假日在单位或在家处理工作事务越来越频繁

Ｆ６ 经常需要在晚上或周末把工作带回家做

Ｆ７ 每天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比以前更多了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此外，在问卷发放时附加了“每天大约工作多少小时，包括在单位和在家处理工作事务的时

间”一题。 该题仅用于判断问卷填答的有效性，并不构成正式的量表内容。

四、 量表检验与修正

１． 内容充分性检验

为检验题项是否能够充分反映其对应构念，本文对其进行了内容充分性检验。 借鉴已有的做法

（尚玉钒和李磊，２０１５［４７］；Ｓｃｈｒｉｅｓｈｅｉｍ 等，１９９３［４８］），委托北京某高校 ＭＢＡ 班的九位学员和人力资源管

理专业的 ６ 位博士生对初始题项进行内容充分性评价。 将所有题项顺序打乱，为每位评价者详细讲

解了工作时间延长和工作强度增加的定义，请他们在仔细阅读后将题项归类。 之后，对题项的评判一

致性水平进行统计。 结果显示：１６ 个题的评判一致性水平介于 ６７􀆰 ８％ ～１００％之间。 根据 Ｎｅｕｂｅｒｔ 等
（２００８） ［４９］关于内容充分性评判一致性标准不能低于７０％的建议，对Ｈ８ 进行语义修改，将原本的表述

“本职工作经常被其他杂事打断”改为“本职工作经常被其他杂事打断，加大了我的工作负担”。
２． 预测试与初始量表的提纯

（１）预测试及数据收集。 预测试主要为了评估初始量表的质量，为初始题项的提纯与修订提供

依据，获得正式的调查问卷。 预测试数据采用网络渠道收集：研究者将问卷链接发送到 ＭＢＡ 课程班

以及同事群、校友群中填写，同时采用滚雪球的方法收集样本。 为防止重复填写，在问卷中设置了填

写权限，共收回问卷 １６３ 份。 剔除缺失值较多、全部选择同一答案以及工作时间延长维度与附加题相

矛盾的问卷后，共得到有效问卷 １４６ 份，有效回收率为 ９０􀆰 ８４％。 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 ５ 点计分。
（２）初始量表提纯。 首先，利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判断量表的可靠性。 若该系数大于 ０􀆰 ７，则

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Ｇｕｉｌｆｏｒｄ 和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１９６５） ［５０］。 利用校正的项总计相关性（ＣＩＴＣ 系数）判
断题项的信度，根据一般的做法（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１９７９） ［５１］，当题项 ＣＩＴＣ 系数低于 ０􀆰 ５ 时应予以删除。 分析

结果显示，工作强化初始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为 ０􀆰 ９３２，高于 ０􀆰 ７ 的标准，量表总体信度较高，整体可

接受；题项的 ＣＩＴＣ 介于 ０􀆰 ５４９ ～０􀆰 ７７９ 之间，均高于 ０􀆰 ５，所有题项暂时得以保留。 其次，利用 ＫＭＯ 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法判断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 若 ＫＭＯ 高于 ０􀆰 ７，说明效果良好；若 ＫＭＯ 低于

０􀆰 ５ 时，则不适合做因子分析。 计算发现，ＫＭＯ 的值为 ０􀆰 ９１６，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的 χ２ 为 １４３２􀆰 ４１１，
ｄｆ 为 １２０，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表明初始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最后，对初始量表进行因子分析。 采用

主成分分析法，按特征值大于 １ 提取因子，使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Ｖａｒｉｍｘ），并结合碎石图

判断。 借鉴潘煜等（２０１４） ［５２］的做法，删除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题项：（１）公因子方差或因子载荷

低于 ０􀆰 ５；（２）交叉载荷高于 ０􀆰 ４。 分析结果显示，题项 Ｆ１ 和 Ｈ２ 的公因子方差低于 ０􀆰 ５，题项 Ｆ７、
Ｆ４ 和 Ｈ１ 的交叉载荷高于 ０􀆰 ４，故予以删除。 对剩余题项再次进行因子分析，仍然提取了两个因

９９１

２０１９ 年 第 ５ 期



子。 所有题项的公因子方差介于 ０􀆰 ５５７ ～ ０􀆰 ７７９ 之间，因子载荷介于 ０􀆰 ６５０ ～ ０􀆰 ８６５ 之间，无交叉载

荷，累计方差解贡献率为 ６６􀆰 ０７１％ （如表 ６ 所示），高于 ６０％的最低可接受标准（Ｆｏｒｄ 等，１９８６） ［５３］。
表 ６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题项 公因子方差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

Ｗ１ Ｗ２
Ｈ３ 􀆰 ５７１ 􀆰 ６７２ 􀆰 ３４６
Ｈ４ 􀆰 ６４２ 􀆰 ７７９ 􀆰 １８６
Ｈ５ 􀆰 ５６３ 􀆰 ６５０ 􀆰 ３７５
Ｈ６ 􀆰 ６９９ 􀆰 ７９９ 􀆰 ２４７
Ｈ７ 􀆰 ７４９ 􀆰 ７９７ 􀆰 ３３７
Ｈ８ 􀆰 ６７５ 􀆰 ８０８ 􀆰 １４６
Ｈ９ 􀆰 ６７１ 􀆰 ７９６ 􀆰 １９６
Ｆ２ 􀆰 ７４１ 􀆰 ３０３ 􀆰 ８０６
Ｆ３ 􀆰 ７７９ 􀆰 １７２ 􀆰 ８６５
Ｆ５ 􀆰 ６２１ 􀆰 ３２０ 􀆰 ７２０
Ｆ６ 􀆰 ５５７ 􀆰 １８９ 􀆰 ７２２

因子命名 工作强度增加 工作时间延长

特征值 ５􀆰 ８５７ １􀆰 ４１１
累积解释方差变异％ ３９􀆰 ０９２ ６６􀆰 ０７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 结构性验证

（１）验证性因子分析（ＣＦＡ）。 为进一步验证量表结构的稳定性，展开第二次数据收集。 此次

样本来源集中于新乡、北京、郑州三地。 共得到有效问卷 ３２６ 份。 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 ５ 点计

分。 采用 ＡＭＯＳ２２􀆰 ０ 进行检验。
第一次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χ２ ／ ｄｆ 为 ３􀆰 ６９０，ＧＦＩ 为 ０􀆰 ９１２、ＡＧＦＩ 为 ０􀆰 ８６５、ＣＦＩ 为 ０􀆰 ９４２，

ＰＮＦＩ 为 ０􀆰 ７２１、ＰＧＦＩ 为 ０􀆰 ５９４，ＲＭＳＥＡ 为 ０􀆰 ０９１，部分指标拟合效果不够理想。 根据残差独立原

则，参照修正意见（ＭＩ），删除题项 Ｆ６，并再次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最终得到包含 １０ 个题项的二维

结构（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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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 题项 非标准化因子载荷 标准化因子载荷 ｔ 值

工作强度增加

（Ｗ１）

Ｈ３ １􀆰 ０００ 􀆰 ６７４

Ｈ４ 􀆰 ８２１ 􀆰 ６２０ １０􀆰 ２１６∗∗∗

Ｈ５ 􀆰 ９３３ 􀆰 ７５４ １２􀆰 １８２∗∗∗

Ｈ６ １􀆰 ２６１ 􀆰 ８０２ １２􀆰 ８３９∗∗∗

Ｈ７ １􀆰 ２３７ 􀆰 ８４３ １３􀆰 ３８３∗∗∗

Ｈ８ １􀆰 ２３２ 􀆰 ８０２ １２􀆰 ８３９∗∗∗

Ｈ９ 􀆰 ９５９ 􀆰 ７１６ １１􀆰 ６３７∗∗∗

工作时间延长

（Ｗ２）

Ｆ２ １􀆰 ０００ 􀆰 ９０９

Ｆ３ 􀆰 ９２９ 􀆰 ８５８ １８􀆰 ５５７∗∗∗

Ｆ５ 􀆰 ７４７ 􀆰 ６７３ １３􀆰 ５７３∗∗∗

模型拟合优度指标：χ２ ＝ ９０􀆰 ５９２；ｄｆ ＝ ３４；χ２ ／ ｄｆ ＝ ２􀆰 ６６４；ＧＦＩ ＝ ０􀆰 ９４６；ＡＧＦＩ ＝ ０􀆰 ９１２；ＣＦＩ ＝ ０􀆰 ９６９；ＰＮＦＩ ＝ ０􀆰 ７１９；
ＰＧＦＩ ＝ ０􀆰 ５８５；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７２　 　 　 　 　

　 　 注：∗∗∗为 ｐ ＜ ０􀆰 ００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结构的稳定性，利用第 １ 组样本数据（Ｎ ＝ １４６）重新进行探索性因子分

析。 结果表明，两个因子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有所提高：因子 Ｗ１ 的题项载

荷介于 ０􀆰 ６５０ ～ ０􀆰 ８１９ 之间，因子 Ｗ２ 的题项载荷介于 ０􀆰 ６７７ ～ ０􀆰 ９１５ 之间；累计解释方差变异提高

到了 ６８􀆰 ３９９％ ，这表明工作强化的二维结构是稳固的。
（２）竞争模型分析。 采用竞争模型策略检验工作强化的二维结构是否是最佳模型。 将所有题

项合并，形成单因子模型，借助 ＡＭＯＳ２２􀆰 ０ 检验样本数据。 结果显示，二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

均优于单因子模型（如表 ８ 所示）。 工作强化的二维结构再次得到验证。
表 ８ 工作强化量表与竞争模型的数据拟合结果

模型 χ２ ｄｆ χ２ ／ ｄｆ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ＣＦＩ ＰＮＦＩ ＰＧＦＩ ＲＭＳＥＡ

单因子模型 ４０２􀆰 ４１７ ４４ ９􀆰 １４６ ０􀆰 ７９８ ０􀆰 ７０５ ０􀆰 ６９７ ０􀆰 ６４３ ０􀆰 ５３２ ０􀆰 １５８

二因子模型 ９０􀆰 ５９２ ３４ ２􀆰 ６６４ ０􀆰 ９４６ ０􀆰 ９１２ ０􀆰 ９６９ ０􀆰 ７１９ ０􀆰 ５８５ ０􀆰 ０７２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信度检验。 信度评估包括整体信度和潜变量信度两方面。 整体信度依据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

判断；潜变量信度依据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和组合信度 ＣＲ 值综合判断。 根据 Ｆｏｒｎｅｌｌ 和 Ｌａｒｃｋｅｒ
（１９８１） ［５４］的建议，ＣＲ 值高于 ０􀆰 ７ 表明潜变量之间存在较为理想的内部一致性。 分析结果显示，工
作强化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为 ０􀆰 ９０７；维度 Ｗ１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为 ０􀆰 ８９７，组合信度 ＣＲ 值为

０􀆰 ８９８；维度Ｗ２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为 ０􀆰 ８４９，组合信度 ＣＲ 值为 ０􀆰 ８５８，均高于可接受标准。 此外，利
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 软件对量表进行 Ｇｕｔｔｍａｎ 分半信度检验，其系数为 ０􀆰 ８４３，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分半信

度。 据此认为，量表通过了信度检验。
（４）效度检验。 效度评估从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三个方面展开。 内容效度的检验

采用定性方法进行。 本量表是在借鉴既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半结构化访谈结果编制的，之后又进

行了内容充分性评判，并委托企业员工对题项展开评价和小规模试填，据此认为量表的编制过程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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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严谨要求，其内容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结构效度检验主要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评价。 根据 Ｈａｉｒ 等（２００９） ［５５］的观点，当潜变量

的平均方差萃取量 ＡＶＥ 及其与观察变量的标准化载荷均高于 ０􀆰 ５ 时，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

效度。 若 ＡＶＥ 的平方根大于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则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Ｆｏｒｎｅｌｌ 和
Ｌａｒｃｋｅｒ，１９８１） ［５４］ 。 经数据分析，维度 Ｗ１ 中题项的标准化载荷介于 ０􀆰 ６２０ ～ ０􀆰 ８４３ 之间，维度

Ｗ２ 的题项标准化载荷介于 ０􀆰 ６７３ ～ ０􀆰 ９０９ 之间，均大于 ０􀆰 ５ 的最低标准，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维度 Ｗ１ 的 ＡＶＥ 值为 ０􀆰 ５６０，Ｗ２ 的 ＡＶＥ 值为 ０􀆰 ６７２，达到了最低可接受标准，表明量表具有良好

的收敛效度。 此外，潜变量 ＡＶＥ 的平方根均大于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区

分效度。
效标效度也是检验量表有效性的重要指标。 由于工作—家庭冲突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压力的重

要结果之一（冯利伟，２０１８） ［５６］，本研究拟以工作—家庭冲突作为关联效标，对量表的效度再次展开

检验。
①测量工具选取与数据收集。 工作强化的测量采用本文编制的量表；工作—家庭冲突采用

Ｚｈａｏ 等（２０１１） ［５７］开发的六题量表，典型题项如“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和家人在一起”“经常加班，
回到家干不了多少家务”等。 量表均采用李克特 ５ 点计分，１ 代表“完全不同意”，５ 代表“完全同

意”。
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在线收集问卷，同时在某高校 ＭＢＡ 班现场发放，共收回有效问卷 ２８９ 份。

其中，男性占 ６４％ ，女性占 ３６％ ；２５ 岁及以下者占 ３１􀆰 １％ ，２６ ～ ３５ 岁占 ５６􀆰 １％ ，３６ ～ ４５ 岁占 ９􀆰 ３％ ，
４６ 岁及以上占 ３􀆰 ５％ ；已婚占 ５９􀆰 ５％ ，未婚占 ４０􀆰 ５％ ；高中及以下学历占 １６􀆰 ３％ ，本科占 ２９􀆰 ８％ ，
硕士及以上占 １１􀆰 １％ ；工龄为 １ ～ ２ 年占 ３３􀆰 ６％ ，３ ～ ５ 年占 １８􀆰 ７％ ，６ ～ ７ 年占 １９％ ，８ ～ １０ 年占

８％ ，１０ 年以上占 ９􀆰 ７％ ；收入水平 ６０００ 元及以下占 ５５􀆰 ４％ ，６００１ ～ ９０００ 元占 １８􀆰 ７％ ，９００１ ～ １２０００
元占 １０􀆰 ７％ ，１２００１ ～ １５０００ 元占 ５􀆰 ２％ ，１５００１ 及以上占 １０％ 。

②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 ９ 可知，工作强化的两个维度工作时间延长和工作强度增加与工

作—家庭冲突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 ５４１ 和 ０􀆰 ５４６。 （如表 ９ 所示）。
表 ９ 变量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矩阵（Ｎ ＝２８９）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年龄 婚姻 学历 工龄 收入
工作时间

延长

工作强度

增加

工作家庭

冲突

性别 􀆰 ７０ 􀆰 ５３ １

年龄 １􀆰 ８４ 􀆰 ７２ 􀆰 １６９∗∗ １

婚姻 􀆰 ６０ 􀆰 ４９ 􀆰 ０９４ 􀆰 ３０８∗∗ １

学历 ２􀆰 ３５ 􀆰 ８８ 􀆰 １４９∗ 􀆰 ３０６∗∗ － 􀆰 ０１０ １

工龄 ２􀆰 ２９ １􀆰 ２７ 􀆰 １１２ 􀆰 ５８０∗∗ 􀆰 ３５８∗∗ 􀆰 ２１８∗∗ １

收入 １􀆰 ９５ １􀆰 ３２ 􀆰 １２６∗ 􀆰 ４１５∗∗ 􀆰 １０７ 􀆰 ５５３∗∗ 􀆰 ４５２∗∗ １

工作时间延长 ３􀆰 ４４ 􀆰 ６８ 􀆰 １１７∗ 􀆰 ０７８ 􀆰 ０４９ － 􀆰 ０４４ 􀆰 １０９ － 􀆰 １００ 􀆰 ８０４

工作强度增加 ３􀆰 ２６ 􀆰 ８５ 􀆰 ０５２ 􀆰 １４５∗ 􀆰 １６１∗∗ 􀆰 ０６０ 􀆰 １５１∗ 􀆰 ０４８ 􀆰 ５２４∗∗ 􀆰 ８４８

工作家庭冲突 ３􀆰 ３９ 􀆰 ８２ 􀆰 ０７４ 􀆰 ２２７∗∗ 􀆰 １４０∗ 􀆰 ０１２ 􀆰 ２１０∗∗ 􀆰 ０８４ 􀆰 ５４１∗∗ 􀆰 ５４６∗∗ 􀆰 ９１０

　 　 注：∗为 ｐ ＜ ０􀆰 ０５，∗∗为 ｐ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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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工作强化对工作—家庭冲突的解释力，进行回归分析。 将工作时

间延长和工作强度增加纳入模型后，调整的 Ｒ２ 为 ０􀆰 ４０１，表明二者可以解释 ４０􀆰 １％ 的工作—家庭

冲突总方差；将工作强化纳入回归模型后，调整的 Ｒ２ 为 ０􀆰 ３８９，表明工作强化整体可以解释 ３８􀆰 ９％
的工作—家庭冲突的总方差（如表 １０ 所示），据此判断工作强化对工作—家庭冲突的解释力较好，
量表通过了效标效度检验。
表 １０ 工作强化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回归结果

变量 工作—家庭冲突

性别 􀆰 ０６０ － 􀆰 ０１４ 􀆰 ００７

年龄 􀆰 １８２∗ 􀆰 １３６∗ 􀆰 １３６∗

婚姻 􀆰 ０７５ 􀆰 ０２１ － 􀆰 ００３

学历 － 􀆰 ０５６ － 􀆰 ０７４ － 􀆰 ０７９

工龄 􀆰 ０７０ 􀆰 ０１５ 􀆰 ０２３

收入 － 􀆰 ００６ 􀆰 ０５２ 􀆰 ０３９

工作时间延长 􀆰 ３７９∗∗∗

工作强度增加 􀆰 ４１２∗∗∗

工作强化 􀆰 ７８１∗∗∗

Ｒ２ 􀆰 ０４９∗∗ 􀆰 ４１８∗∗∗ 􀆰 ４０３∗∗∗

ΔＲ２ 􀆰 ４０１∗∗∗ 􀆰 ３８９∗∗∗

　 　 注：∗为 ｐ ＜ ０􀆰 ０５，∗∗为 ｐ ＜ ０􀆰 ０１，∗∗∗为 ｐ ＜ ０􀆰 ００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五、 结论与研究展望

１． 研究结论与讨论

（１）中国情境工作强化的结构与内容。 虽然西方更聚焦于工作强度的单维测量，并逐渐舍弃

了对工作时间延长的考察，但根植于本土样本的探索表明，中国情境的工作强化具有清晰的二维特

征，并且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领域，工作时间延长都更受关注（金家飞等，２０１４［５８］；王振源等，
２０１５［５９］；吴伟炯，２０１６［６０］）。

１）工作强度增加。 检验结果表明，中国情境工作强度增加包含任务量加大、工作速度加快、多
任务、任务期限缩短、任务频繁中断、任务压力增加、工作空隙减少等七个方面。 虽然与既有结论有

相似之处（Ｋｕｂｉｃｅｋ 等，２０１５［９］；Ｆｒａｎｋｅ，２０１５［１０］；Ｋｏｒｕｎｋａ 等，２０１５［１３］ ），但与西方量表内容单一且缺

乏稳健性相比，本量表的结构明显更加饱满和稳定。 此外，西方工作强度增加通常以工作速度快、
任务量大、任务压力大为主，中国情境下则更侧重于多任务、任务频繁中断、任务期限缩短和工作空

隙减少。 由此推断，西方工作强度增加主要是任务自身强化的结果，而中国则可能更多地源于工作

安排、任务协调等管理活动的低效率。
２）工作时间延长。 该因子表示的是工作对员工闲暇时间的挤占，包括在家办公、休息日处理

工作事务和非工作时间的工作干扰，与西方结论有较大区别。 首先在西方工作延时逐渐减少的趋

势下，中国的加班问题却日益凸显，并且已经成为工作强化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Ｐａšｋｖａｎ 和

Ｋｕｂｉｃｅｋ，２０１７［２］；青木等，２０１８［６１］；孟续铎和王欣，２０１５［６２］ ）。 其次，与西方工作时间延长以有偿的

显性加班为主相比，中国无偿的隐性加班（如在家办公、微信全天待命）所占的比重更高，这再次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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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中国组织在工作时间使用中规范性严重不足的问题。 由于隐性加班通常不被纳入制度考核范

畴，致使员工形成了“不在核算范畴就不属于加班”的认知偏误，这或许正是西方量表在中国情境

检验失败的原因之一。
（２）中西方工作强化差异的原因讨论

中国社会与西方迥异的经济、立法、文化和管理背景，决定了中国工作强化的特殊形式。 首

先，经济阶段和立法环境不同决定了工作强化的结构差异。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

已由依靠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工作强度转向了技术进步和提高效率，缩短工时已成既定事实

（Ｐａšｋｖａｎ 和 Ｋｕｂｉｃｅｋ，２０１７） ［２］ 。 严格的立法制约了组织对时间的滥用，沃尔玛就曾因违反加班制

度遭受巨额罚款（林丽鹂，２０１６） ［６３］ ，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西方工作强化的单维特征。 而在现阶

段的中国，加大劳动力数量投入仍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下行压力下，组织裁员节

流持续不断（关涛等，２０１５） ［６４］ ，导致留任员工面临着更高的工作强化。 此外，立法缺失、监管缺

位为工作强化提供了契机：虽然《劳动法》限制了加班时长①，却未对加班活动范畴加以界定（刘
湘丽，２００７） ［６５］ ，加之违法处罚力度薄弱②，工会形同虚设（胡恩华等，２０１６） ［６６］，使中国工作强化具

有了典型的二维特征。
其次，文化差异造成了中西方员工对工作时间延长的认知差异。 在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使

排斥加班成为人们的共同特征，缩减工时、延长休假也已在发达国家普遍实施（李炳安，２０１７） ［６７］。
而在中国，一方面“天道酬勤”的文化传统塑造了中国人“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另一方面日渐盛

行的攀比之风、体面消费等社会风气，致使消费标准水涨船高，在工资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只能通过

赚取加班费来填补高消费带来的缺口（庄家炽，２０１８） ［６８］。
最后，人力资源管理成熟度差异影响了工作强化的总体水平。 比较而言，西方的管理实践相对

成熟，通过提高自我管理和组织承诺等改善员工绩效、激发工作动机的承诺导向的管理系统广泛实

施（苏中兴，２０１０） ［６９］，推动了工作时间的规范。 而在中国，组织仍然主要依赖于竞争流动、末位淘

汰、纪律管理、绩效薪酬等控制型实践（苏中兴，２０１０） ［６９］，更多地寄希望于“疲劳战术”，利用低廉

的加班补偿甚至通过将加班纳入考核和晋升的评估范畴，诱导员工延长工作时间，其结果更是“加
班文化”的盛行（庄家炽，２０１８） ［６８］。

２． 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

（１）理论贡献。 鉴于目前主流的工作强化理论及度量方法均基于西方管理实践和数据，尚
缺乏源于中国情境和资料的研究，本量表的开发一方面实现了工作强化的定量测量，弥补了西

方量表在本土信度欠佳的缺憾，为中国学者开展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工具；另一方面

也明晰了中国情境工作强化的结构及内容，揭示了中西方差异，为后续基于不同情境的比较研

究提供了方向指引。 不仅如此，本研究亦为探索高效的工作方式、完善员工管理理论提供了新

的视角。
（２）实践意义。 在越来越注重效率和工作幸福感的时代，本量表可直接用于对中国企业员工

工作强化状态的测评，从而帮助组织全面地洞察现有工作模式的不足，继而有针对性地查找任务分

配、组合与协调中存在的问题，为优化管理实践提供决策依据。 鉴于规范工作时间、提高效率、提升

员工幸福感将成为中国组织管理未来的主要任务之一（吴伟炯，２０１６） ［６０］，本研究也顺应了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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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修正版）》第 ４１ 条：“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

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

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２５ 条：“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按照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 １００ 元以上 ５００ 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



会对体面劳动的呼吁。
３． 未来研究展望

由于工作强化在中国仍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处女地，很多问题尚未明确，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方

面拓展：第一，进一步完善测量方法。 由于资源限制，本研究所开发的量表依然远非完美，未来仍需

不断丰富测量题项，并加强量表的稳健性检验。 第二，基于多元视角，探讨中国情境工作强化的前

因和后效。 在前因方面，可以考察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或领导行为对工作强化的影响；在后效

方面，鉴于西方集中于对组织层面的积极结果和员工层面的消极结果的研究，未来可以通过员工结

果的消极溢出效应研究工作强化对组织的负面影响。 第三，鉴于对工作强化边界条件的探索是现

有研究最薄弱的环节，寻找缓解员工对工作强化的感知及其负性情绪和行为的措施是未来研究的

重点之一，资源保存理论、社会交换理论、认知评价理论是可行的理论视角。 第四，创新研究方法。
虽然本量表可以一定程度地弥补静态数据的不足，但对于工作强化而言，动态研究或许能更有效地

诠释其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跨层次的中介和调节机制也是未来研究

需要加强的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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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Ｇｒｅｅｎ，Ｆ． ，ａｎｄ Ｓ． Ｍｃｉｎｔｏｓ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Ｊ］ ． Ｌａｂｏｕ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１，（８）：２９１ － ３０８．
［８］Ｏｇｂｏｎｎａ，Ｅ． ，ａｎｄ Ｌ． Ｃ． Ｈａｒｒｉｓ．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Ｕ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ｓ：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Ｊ］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４，２５，（７）：１１８５ － １２０３．
［９］Ｋｕｂｉｃｅｋ，Ｂ． ，Ｍ． Ｐａšｋｖａｎ，ａｎｄ Ｃ． Ｋｏｒｕｎｋ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Ｊｏｂ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ｏｂ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Ｓｃａｌｅ（ＩＤＳ）［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
２４，（６）：８９８ － ９１３．

［１０］Ｆｒａｎｋｅ，Ｆ． Ｉｓ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ａ Ｓｔｒｅｓ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１４，（１）：１７ － ２７．
［１１］Ｂｕｒｃｈｅｌｌ，Ｂ． ，ａｎｄ Ｃ． Ｆａｇａ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Ｊ］ ．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４，３０，（４）：６２７ － ６４２．
［１２］Ｇｒｅｅｎ，Ｆ．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ｔ Ｗｏｒｋ［Ｊ］ ．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４，３０，（４）：

６１５ － ６２５．
［１３］Ｋｏｒｕｎｋａ，Ｃ． ，Ｂ． Ｋｕｂｉｃｅｋ，Ｍ． Ｐａšｋｖａｎ，ａｎｄ Ｈ． Ｕｌｆｅｒ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ｒ

Ｈｉｎｄｒａｎｃ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３０，（７）：７８６ － ８００．
［１４］ Ｏｍａｒｉ，Ｍ． ， ａｎｄ Ｍ． Ｐａｕｌ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２８，（４）：６０３ － ６１３．
［１５］Ｌｅ Ｆｅｖｒｅ，Ｍ． ，Ｐ． Ｂｏｘａｌｌ，ａｎｄ Ｋ． Ｍａｃｋｙ． Ｗｈｉｃｈ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ｔｏ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ｗ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ｓ［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５，３６，（６）：９６６ － ９８３．
［１６］ Ｂｏｘａｌｌ， Ｐ． ， ａｎｄ Ｋ． Ｍａｃｋｙ． Ｈｉｇｈ⁃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 Ｊ］ ． Ｗｏｒｋ，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４，２８，（６）：９６３ － 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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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Ｌａｄｉｐｏ，Ｄ．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２，２４，（２）：２２９ － ２３２．
［１８］ Ｏｌｓｅｎ，Ｋ． Ｍ． ，Ａ． Ｌ． 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Ｔ． Ｎｅｓｈｅｉｍ．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Ｊｏｂ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Ｎｏｒｗａｙ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５［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０，１６，（３）：２２１ － ２４０．
［１９］Ｋｕｂｉｃｅｋ，Ｂ． ，Ｃ． Ｋｏｒｕｎｋａ，Ｍ． Ｐａšｋｖａｎ，Ｒ． Ｐｒｅｍ，ａｎｄ Ｃ． Ｇｅｒｄｅｎｉｔｓｃｈ．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Ｏｎｓ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Ｆ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 Ａ］． Ｋｏｒｕｎｋａ，Ｃ． ， ａｎｄ Ｐ． Ｈｏｏｎａｋｋ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ＣＴ 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Ｌｉｆｅ ［ Ｃ］．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４．

［２０］石建忠． 过度劳动理论与实践———国外经验、中国现状和研究展望［Ｊ］ ． 北京：人口与经济，２０１９，（２）：１０５ － １１８．
［２１］李爱梅，颜亮，王笑天，马学谦，李方君． 时间压力的双刃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Ｊ］ ． 北京：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５，（９ ） ：

１６２７ － １６３６．
［２２］丁雪，张骁，杨忠． “一心多用”研究：理论梳理及未来展望［Ｊ］ ． 北京：经济管理，２０１７，（５）：１７７ － １９２．
［２３］杨河清． 我国过劳问题严重，亟须加强研究［Ｊ］ ． 北京：人口与经济，２０１４，（３）：８５ － ８８．
［２４］Ｈｅｗｌｅｔｔ，Ｓ． Ａ． ，ａｎｄ Ｃ． Ｂ． Ｌｕｃ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Ｊｏｂｓ 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Ａｌｌ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Ｊ］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６，８４，（１２）：４９ － ５９．
［２５］Ｋｅｌｌｉｈｅｒ，Ｃ． ，ａｎｄ Ｄ．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Ｄｏ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ｗｉｔｈ Ｌｅｓｓ？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 Ｊ］ ．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０，６３，（１）：８３ － １０６．
［２６］Ｌｕ，Ｊ． 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Ｅｘ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ｏｍｅｎ􀆳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ｅ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ｍｅ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９，１０，（４）：１１１ － １２６．
［２７］Ｗｉｌｌｉｓ，Ｅ． ，Ｊ．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Ｐ．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Ｌ． Ｔｏｆｆｏｌｉ，Ｉ． Ｂｌａｃｋｍａｎ，Ｌ． Ｃｏｕｚｎｅｒ，ａｎｄ Ｃ． Ｖｅｒｒａｌｌ．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Ｍｉｓｓｅｄ Ｃａｒｅ［Ｊ］ ．

Ｌａｂｏｕ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ｏｒｋ，２０１５，２５，（２）：１１８ － １３３．
［２８］Ｂｕｒｃｈｅｌｌ，Ｂ． Ｊ．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ｏｂ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 Ｂｕｒｃｈｅｌｌ，Ｂ． Ｊ． ，Ｄ． Ｌａｄｉｐｏ，ａｎｄ Ｆ．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 Ｌｏｎｄｏｎ，Ｕ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２．
［２９］Ｏｇｂｏｎｎａｙａ，Ｃ． Ｎ． ，ａｎｄ Ｄ． Ｖａｌｉｚａｄ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Ｌｅｖｅ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５，３８，（５）：５４０ － ５５８．
［３０］Ａｌｌａｎ，Ｃ． Ｔｈ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Ｊ］ ．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８，２３，（３）：１３３ － １５１．
［３１］Ａｌｌａｎ，Ｃ． ，Ｍ． Ｏ． Ｄｏｎｎｅｌｌ，ａｎｄ Ｄ． Ｐｅｅｔｚ．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Ｊｏｂ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９，（１）：１３ － ２４．
［３２］Ｍａｒｉａｐｐａｎａｄａｒ，Ｓ．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Ｈａｒｍ Ｉｎｄｅｘ：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ＨＲ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４，２４，（４）：３１３ － ３２９．
［３３］马克思． 资本论（第 １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４］Ｋｒａｕｓｅ，Ｎ． ，Ｔ． Ｓｃｈｅｒｚｅｒ，ａｎｄ Ｒ． Ｒｕｇｕｌｉｅ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ｌｏａｄ，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ｉｎ ｉｎ Ｌｏｗ Ｗａｇ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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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金家飞，刘崇瑞，李文勇，Ｍ． Ｆ．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基于性别差异的研究［Ｊ］ ． 北京：科研管理，２０１４，（８）：

４４ － ５０．
［５９］王振源，段永嘉，孙珊珊． 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工作家庭冲突及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Ｊ］ ． 合肥：预测，２０１５，（３）：

２８ － ３３．
［６０］吴伟炯． 工作时间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基于三种典型职业的实证分析 ［ Ｊ］ ．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６，

（３）：１３０ － １４５．
［６１］青木，黄云迪，姚蒙，潘秋辰． 欧美工作时长改革争论：德国每周 ２８ｈ，瑞典每天 ６ｈ［Ｚ］． 人民日报海外网 􀆰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３０．

ｈｔｔｐ： ／ ／ ｄｅ． ｈａｉｗａｉｎｅｔ．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８ ／ ０７３０ ／ ｃ４５６９９１ － ３１３６４４８４． ｈｔｍｌ．
［６２］孟续铎，王欣． 企业员工超时工作成因与劳动时间特征［Ｊ］ ． 北京：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１５，（１２）：６６ － ７４．
［６３］林丽鹂． ＩＴ 已成为最疯狂的加班行业，没有之一［Ｚ］． 人民日报 􀆰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ｔｅｃ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８９２ ／ ２０１６０８２２ ／ ２３３５００５５． ｈｔｍｌ．
［６４］关涛，秦一琼，陶悦． 裁员幸存者心理契约变化路径：不确定性规避的视角［Ｊ］ ． 哈尔滨：管理科学，２０１５，（６）：５０ － ６４．
［６５］刘湘丽． 劳动者权益被侵害的原因及应对措施［Ｊ］ ． 北京：经济管理，２００７，（９）：６ － １０．
［６６］胡恩华，张毛龙，单红梅． 中国工会与劳资关系调节职能———基于 １８５３ 篇工会实践报道的研究［ Ｊ］ ． 北京：经济管理，

２０１６，（１１）：１７４ － １８６．
［６７］李炳安． 我国劳动工时和休息休假制度的价值选择与制度完善［Ｊ］ ． 成都：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７，（５）：１０３ － １０９．
［６８］庄家炽． 从被管理的手到被管理的心———劳动过程视野下的加班研究［Ｊ］ ． 北京：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８，（３）：７４ － ９１．
［６９］苏中兴． 转型期中国企业的高绩效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一个本土化的实证研究［ Ｊ］ ． 天津：南开管理评论，２０１０，（４） ：

９９ －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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